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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與說故事的人：日本考古學論

域中性別觀的更迭與限制
文｜盧柔君｜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圖｜作者提供

一、緒論

　　考古學是研究人類的學科，透過

埋藏在地底的工具、裝飾品、建構物

等物質與動植物遺留推理並復原古代

人類的生活。考古學是一門說故事的

學問，在遺物無法自語的情況下，代

言者的話語格外重要。故事如何演變，

與說故事的研究者認知息息相關。

　　闡述人類的故事，難免需要化約

社會分類來幫助理解。性別，即是社

會分類中最基本的項目之一。雖然人

骨所屬的性別可以透過形態分析得到

圖1：古墳時代的土師器（攝
於奈良縣櫻井市立埋藏文
化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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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的解答，但人骨僅能顯示生理性

別（sex），文化建構的性別（gender）

仍然需要研究者進一步推理解讀。其

中包括不同性別的人在社會中如何被

認識、扮演什麼角色、代表什麼意涵，

以及在言行上受到何種期待。性別考

古學中，最常見的討論主題是分工、

親族組織、社經地位差異以及文化象

徵的差異。或許由於資料多寡的不同，

或許是對於「故事情節」復原的細節程

度差異，台灣考古學研究中討論性別的

部分不多，但在日本可以看到不少相關

研究。討論日本考古學如何處理這些議

題，或許能夠提供我們反思的契機。

　　筆者在日本求學時，曾經在研究

發表會中聽同儕以日本古墳時代 1（時

值 3 世紀至 6 世紀，詳參表 1）生產的

陶器為題，討論日本當時主要使用的

兩種陶器：一種是家戶自行生產的捏

製紅色軟陶，稱為土師器（圖 1）；一

種是由專業工坊製作的輪製黑色硬陶，

稱為須惠器（圖 2）。當時參加的同學

與師長在意見交流中，很自然地開始

1 日本古墳時代的絕對年代為 3世紀至 6世紀。本文中將陸續使用日本考古學編年的不同時期與文化名稱， 
 其年代可參考表 1。

表 1：日本
考 古 編 年
簡 表（ 僅
節 錄 距 今
12000 年至
1200 年 部
分， 年 代
軸 無 固 定
比例）

圖 2：古墳時代的須惠器
（攝於奈良縣櫻井市立埋
藏文化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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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土師器與須惠器的分布，應可代

表身為製作者的女性群體與男性群體

的交流界線，但有關製作者是男性或

女性的前提，在發表中卻沒有任何推

論。筆者生怕是漏掉了細節，怯生生

地發問，如何確定製作者是男是女？

一問之下，得到了講者一怔，全場靜

默，才恍然這是個早已約定俗成的觀

點，講述者並不預期這個問題的存在。

　　這個故事中多少揭露了日本考古

學中建構及反映當代社會的性別觀點。

世界經濟論壇（WEF）公布的 2019 年

《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中，日本排名

121，在全球已發展經濟體中墊底。日

本人的性別觀如何反映在考古學之中，

是一個有趣且值得反思的問題。

　　本文將以日本考古學中最為常見

性別討論的兩個主要議題為引，從考

古學者的性別平衡，來討論這些與性

別相關的「故事」與「說故事的人」

如何相互影響。

二、性別考古學的主要議題

（一）手工業中的性別分工

　　綜觀日本考古學著作，手工業中

的性別觀散見於諸多研究之中，經常

反映現代社會的分工方式，卻不見得

是透過考古學實證方法得到的結果。

　　1980 年代，水野正好（1987）由

歷年發掘成果來詮釋日本繩文時代至

古墳時代中的女性形象，從性別分工

的闡述、性別的象徵以至於親族組成

的推論，綜述女性在採集狩獵為主要

生業的繩文時代仍然擁有與男性平等

的社會地位，但自彌生社會轉以農業

為主要生業，男女地位的差距便開始

加劇。水野正好（1987）的主要根據

來自繩文時代的家戶建築結構 2，內部

空間配置通常以中間的火爐遺跡為中

軸，一分為二：半邊散布著石斧、石

鏃等伐採工具或武器；另一邊則出土

陶器、磨石、石皿等食物調理工具。

文中認定前者代表的伐採與狩獵生業

屬於男性的工作範疇，後者代表的採

集與食物調理工作則歸屬於女性。並

將之與石棒、陶偶等無實用功能的儀

式工具的出土位置聯結，附加以生與

死等二元對立的象徵概念。

　　然而文中推論的根據，工具所代

表的生業與性別之間的聯結，其實並

未經過論證，而是被當作想當然爾的

資訊，與近代「男主外，女主內」的

觀念不謀而合，認定製陶、煮食等家

戶內進行的工作屬於女人，伐採或狩

2 文中並未詳述資料來自什麼遺址的發掘結果，因此難以比對敘述的詳實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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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等重勞動工作屬於男人。

　　再從彌生時代研究的例子來看，

都出比呂志（1982）曾經比較彌生時

代 陶 器 研 究 與 1960 年 代 的 Longacre

（1964） 及 Hill（1966） 等 Pueblo 社

群研究的分析結果，根據這些研究女

性製陶的前提，來推論當時從母居的

法 則 是 否 存 在。 都 出 比 呂 志 提 到，

Longacre（1964） 及 Hill（1966） 的

研究中，都可以發現單一遺址內部的

陶器多樣化，代表在同一遺址中持續

存在多個製陶次群體的情況，當時認

為各家戶的製陶技術由母傳女，持續

存在多個製陶次群體的情況反映女性

並未離開原社群，亦即從妻居傳統；

反觀日本彌生時代的陶器在同一遺址

中卻沒有這樣的多樣化現象 3，即使

有微小差異，也逐漸趨同，反映來自

不同群體的女性來到同一社群之後逐

漸同化，無法維持多樣家戶傳統的情

況，因此日本應屬於從夫居系統。都

出比呂志更進一步藉此論證日本的社

會階段進程不同於世界的「母權共產

社會→家父長制階級社會→一夫一妻

社會」發展進程，是由「父權」的平

等共同體開始，而非「母權」。

　　 到 了 古 墳 時 代， 日 本 出 現 高 溫

1000 度以上燒成的黑色硬陶，日本稱

為「須惠器」，與保留彌生時代特質

的軟質紅褐色軟陶（亦即「土師器」）

構成古墳時代至歷史時代的主要陶器

分類。須惠器使用轆轤製作，需要精

密控制窯內空氣的還原燒技術，屬於

權力中樞的近畿地方也發現了專門製

作須惠器的大型工作區與陶窯，因此

須惠器被歸類為專業的手工業。土師

器則以捏製成形，露天燒製成，一般

認為仍屬家戶製陶。佐原真（1979）

認為男人才有力氣操作轆轤，因此製

作土師器者仍為女人，但製造須惠器

的專業製陶工應為男人。堅硬而帶有

光澤的須惠器，經常被發現在不同於

家戶的使用脈絡之中，如官衙等等。

土師器則較軟，常在家戶與祭祀脈絡

中發現。這些發現促進了二元對立結

構的建立，如水野正好（1987），最

後這些對立都被歸結到最基本的男女

之分。

　　上述研究的基本前提是彌生時代

與古墳時代製陶者為女性，這一前提

的 主 要 根 據 為 George Peter Murdock

（1957）出版的世界民族誌例中統計

的男女工作比例。然而，民族誌例不

必然對等於史前，上述研究者亦警覺

於此，因此亦引用日本平安時代的《正

3 當然，都出比呂志的陶器分類方式及基準與 Longacre（1964）及 Hill（1966）有根本上的不同，兩地各 
 自以不同分類方式來分類的陶器群，也不宜直接比較其多樣化與單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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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院文書》4 為證，其中年月不詳的

〈淨清所解文〉5，提到一名女性為作

陶者，一名男性幫忙運土備柴等重勞

動的情況（田中琢，1967）。但僅此

孤例。再加上奈良時代與彌生時代及

古墳時代有數百、數千年之隔，這些

歷史時代文獻是否能作為史前制度的

直接證據，尚有疑慮（松本直子、中

園聡、川口香奈絵，1999）。

　　事實上，日本平安時代的《皇太

神宮儀式帳》延暦 23 年（西元 804）

8 月 23 日條目中提及「土師器作物忌

麻績部春子女とその父麻績部倭人」、

「陶器作内人礒部主麻呂」等土師器

與陶器（須惠器）製作相關的官職名，

說明當時生產體制確實已經成立，但

也 提 及 製 作 土 師 器 者 包 括「 子 」 與

「父」。因此即便以文獻推古，仍然

不能證明土師器與須惠器的製作是否

與男女分工對應。

　　 佐 原 真（1979） 與 都 出 比 呂 志

（1982）也考慮到應以考古發現為主

要證據，因此提出可以用陶器上留下

的指紋、手掌痕跡大小來論證的方法，

可惜的是，日本至今還沒有相關的實

證研究。雖然佐原真（1979）提出男

人才有力氣操作轆轤的主張，以生理

條件來討論須惠器由男性的可能性，

也不少研究者接受這樣的論點。但有

趣的是，9 世紀之後，日本東部的土

師器也轉為轆轤製作，此時土師器的

製作者是男是女，卻鮮有研究論及。

（二）古墳時代的女性首長

　　繩文時代與彌生時代的討論中嵌

入許多研究者的性別建構，研究者常

不自覺地在研究中複製現代社會的社

會結構，傾向將男性的社會地位與歷

史意義提高。另一方面，卻有許多研

究者關心、甚至認可古墳時代女性首

長存在的可能性。這兩個現象看來似

乎矛盾，其實是不得不然的結果。中

國史書《魏志倭人傳》中明確記載了

1700 多年前日本女性首長的存在：「其

國本亦以男子爲王，住七八十年。倭

國亂，相攻伐歴年，乃共立一女子爲

王。名曰卑彌呼，事鬼道，能惑衆，

年已長大，無夫壻，有男弟佐治國」。

由於此時正處與彌生時代與古墳時代

的交界，而古墳時代被視為日本的國

家形成期。古墳時代在 3 世紀後半至 7

世紀初，其名來自此一時期分布於日

本各地巨大如山的墳丘（圖 3），這些

4 正倉院文書是保管於東大寺正倉院（寶庫）的文書群，正倉院本身為西元 745 年建成，收藏的經文抄本 
 與官方文書主要是在八世紀作成。
5 原文為「浄清所解 ‧ 申作土器事：合二人，單功壹伯卅拾捌人。讃岐石前（相作堀土運打薪採蒿備并進 
 京），單功八十九人。借馬秋庭女（作手），單功八十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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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墳丘說明此時墓主已能趨使製造

墳丘所需人力，具有階級社會的首長

權力。可以說近代天皇政體的原形就

是在此階段成立，因此若要討論日本

的國家形成過程，《魏志倭人傳》記

載的女性首長是否持續存在，便成為

無法避而不談的問題。

　　民俗學者高群逸枝在 1938 年提出

的「ヒメヒコ制」6 對於考古研究詮釋

的影響甚大，著重文獻中「事鬼道」的

記載，認為《魏志倭人傳》中的共主

「卑彌呼女王」掌管宗教，政治事務則

為「佐治國」的「男弟」負責，兩者共

同治國。當時或許是為強調女性確實有

能力宰治他人，但結果卻使得後續研究

者多藉此將女性首長抬上祭祀首長的

位置，遠離「政治實權」的高台。

　　企圖翻轉「唯有男性首長可掌握

實政」此一觀念的研究在 1980 年代已

經出現（今井堯，1982）。今井堯探

討出土人骨的性別，說明巨大墳丘的

墓主中，也包括女性，並分析陪葬品

6 ヒメ（hime）是日本古代史書中對於上古時代的女神或貴族女性的尊稱，ヒコ（hiko）則是對於男神或
貴族男性的尊稱。「ヒメヒコ制」強調古代由男女共治，男性負責戰爭事務，女性負責祭祀事務。

圖 3：豐中市御獅子塚古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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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種類。雖然武器大多用於陪葬有男

性人骨出土的墓葬，但也有部份武器

用於陪葬女性人骨。今井堯以此論證

不只是男性首長具有軍事權，部份女

性首長可能也擁有軍事權。溝口睦子

（1989）與關口裕子（1997）亦從歷

史學的角度解讀日本史書《日本書記》

及《古事紀》的條目，說明古代女性

首長、軍人、職人的存在，並將古墳

時代區分為兩階段，說明男性掌握較

高權力的社會是自男女較為平等的社

會逐漸發展而來。

　　這樣的看法雖然斷斷續續出現，

但並非研究者的主要關心議題。研究

者致力於編年研究、陪葬品內容物比

例、來源地以及墳丘大小與製作方式

的比較，逐漸補足多層首長體制、聯

邦制度等詮釋。1990 年代末期，清家

章（1998、2004）回顧女性首長的研

究，企圖整理這個曖昧已久的問題。

他以陪葬品出土內容及出土位置來反

證女性軍事權的存在，主張軍事權仍

由男性掌握，即使有極少數女性接觸

到軍權，男性首長在掌握軍事權上的

地位仍然遠遠優於女性首長。

　　然而，清家章主張女性無軍事權

的根據來自箭簇、甲冑等武器防具僅

隨葬於男性首長墓，女性只有陪葬於

棺外的短刀，男性則有許多陪葬於棺

內外的長刀劍。但實際上，男性墓亦

有只陪葬短刀之例，陪葬武器也有只

出現於棺外的例子。此外，石鏃雖然

主要陪葬於男子墓，部分區域如九州

南部還是可見陪葬於女子墓的情形，

這點卻被視為當地的特殊習俗而不納

入原來的詮釋框架中討論。其將女性

軍事權簡單地二分為有無、將「少數」

等同於「無」，並將不能符合主張的

例子視為例外等方針，可見將軍事權

與女性脫鉤的企圖，往往使研究者忽

略了資料的多樣性。

　　另一方面，白石太一郎（2003）

直接面對祭祀權可能由男巫負責而非

女巫的質疑（溝口睦子，1989），將

首長墓的類型分為兩種，分別為出土

武器與儀式性工具的首長墓，以及出

土裝飾品、儀式式性工具的首長墓，

並藉此提出聖俗二重首長制，認為有

雙首長分掌政治軍事與祭祀權的「ヒ

メヒコ制」，也有男性首長一人處理

政治軍事與祭祀權的集權首長存在。

白石太一郎雖然同意祭祀權可能不限

於女性擁有，可惜的是仍然傾向將墓

主性別不明、同時掌握軍事與祭祀權

的墓葬直接認定為男性首長。

三、日本性別考古學的發展與
性別偏誤

　　在日本，對於性別有意識的研究

起源甚早，就廣義的性別考古學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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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日本考古學與歷史學關係緊密，

討論日本起源於母系制度的《母系制

の研究》（高群逸枝，1938）以及二

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女性史》（井

上清，1948）都有其影響力。但後者

仍然依附在馬克思主義對於階級結構

的批判之下，檢視社會發展各階段中

的女性勞動狀況，認為女性地位低下

是由於階級壓迫而來。至 1970 年代才

開始陸續有類似「日本における婦人

問題の歴史的総合的研究」等研究計

劃（1977-1979 年， 主 持 人： 脇 田 晴

子），以實證研究探討歴史上女性的

地位、性別分工及社會結構背景。

圖 4：日本研究者男
女比例（修改自內閣
府，2019）

圖 5：日本與其他國
家的女性研究者比例
（修改自內閣府，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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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1978 年， 在 日 本 考 古 學 中 帶

有重要地位的期刊《考古學研究》正

式 刊 載 女 性 的 研 究 論 文（ 松 本 直 子

等，1999）。1987 年，第一篇帶有女

性考古學意識的文章收錄於《日本の

古代（12）女性の力》（間壁葭子，

1987）。1989 年，日本主題年報式的

考古學期刊《考古学ジャーナル》介

紹歐美性別考古學、女性考古學的動

向（藤村淳子，1996）。雖然過去考

古學研究中也常提起女性，也有少數

透過實證研究分析性別差異的論文，

但正如前節所論述的兩大議題，提及

性別分工時，研究者多半直覺式地參

考現生社會或直接採信民族誌例，甚

或更根本地、下意識地避開可能抬高

女 性 地 位 的 研 究 方 向。 如 藤 村 淳 子

（1996）指出，雖然同樣認定製陶者

為女性，在金屬器為物質文化重心的

彌生時代，有許多研究者強調女性與

製陶的關聯，甚至把製陶當作舊時代

（繩文時代）的遺留；反觀陶器地位

重要的繩文時代，卻少有研究意識到

製陶行為背後的女性，或在詮釋時考

慮此因素。研究者的性別基模（ginder 

schema）常造成偏誤的產生，這正是

女性主義企圖對性別考古學敲響警鐘

之處。

　　松本直子等（1999）曾經指出，

女性在學術中的參與程度，也是性別

偏誤是否顯著的指標之一。1991 年為

止 7，日本考古協會的女性會員只有

2.8%。以全學術界來看，當年女性研

究者約佔 7.9%（圖 4），概算考古界

的女性研究者比例，遠遠低於全學術

界。而目前全學術界的女性研究者占

15% 左右，相較於英美僅一半不到（圖

5），但持穩定而緩慢的上升（參照日

本内閣府男女共同參畫局公布的《平

成 29 年版男女共同参画白書》）。

　　 為 考 量 女 性 對 考 古 界 的 貢 獻 程

度，松本直子等（1999）採用 E-Score

（Victor & Beaudry, 1992）來計算期刊

《考古學研究》8 至 1999 年為止的女

性貢獻度。本文希望藉由女性於期刊貢

獻度的變化，與議題的發展作比較，故

承繼松本直子分析的數據，繼續分析至

2017 年為止（圖 6）。結果發現，女

性貢獻度偏高的年代，同時也是女性考

古學反思文章較多的年代，女性貢獻度

偏低的年代，則是反論女性首長制文章

較多的年代。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女

性貢獻度與學術政策起伏的關聯性。在

20 世紀末，中園聰、松本直子跟藤村

淳子都曾經指出日本女性鮮少從事考

7 由於近年個資保護意識升高，學會已不再公布名冊，故難以找到更新的資訊。
8 《考古學研究》是日本最早開始的考古學期刊之一，刊載文章以學術論文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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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與反思

　　上述數據雖然可以做為不同性別

發聲權是否均等，平等思想是否足夠

成熟的參考，但女性考古學研究者的

數量以及女性考古學者論文產量並不

必然直接對等於性別考古學或女性考

古學的發展。以女性主義來檢視性別

考古學的發展，可以發現性別考古學

的反思，不只需要男性意識到性別基

模的存在、目前的性別偏誤，也需要

女性自身的覺醒。單純女性研究者數

量的上升，不能表示每個人都必然擁

有對於性別偏誤的反思。直到性別偏

古學相關事業的問題，直至 1985 年男

女雇用機會均等法施行，女性才開始陸

續增加（藤村淳子，1996）。在 E-Score

上也可發現政策的影響帶動女性貢獻

度上升。

　　若是將時間點往前追溯，可以發

現這個問題在就學時就已產生。1990

年代的女大學生並不偏好考古學，即

使選擇考古學為主修，也常避開主流

的陶器分析、古墳時代國家形成等議

題，另闢蹊徑。中園聰認為這或許是

女性為避開已在該領域成熟發展的男

性霸權所致（松本直子等，1999）。

圖 6：《考古學研究》期刊女性論文貢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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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的省思普遍化，我們才能進一步掙

脫原本「常識」的宥限，轉變現代常

識帶來的有色眼鏡。

　　如彌生時代銅鐸（圖 7）上常有彌

生人的工作圖像，是由簡單筆畫勾勒

而成的人像，研究者常以工作內容區

分其男女性別，再以此紋飾來證明男

女分工於彌生時期便已存在，落入循

環論證的陷阱。如此無意識地以現代

的常識來解釋過去男女生活圖像的情

況，也特別容易出現在考古學相關博

物館之中，由於考古學資料多呈斷片，

若要讓民眾易於了解，勢必要加入想

像的部分來增添色彩。如在復原古代

生活圖像，將日常生活的大小活動具

體化為圖像或蠟人像時，往往將男主

外女主內的形象下意識（或有意識）

地加諸於展示上：展示品呈現的女性

多半在帶孩子與製陶、煮飯；而男性

則多半在漁撈、狩獵，並與外界交流。

而台灣的考古學博物館也不能逃脫這

樣的宿命。博物館中的展示往往暗示

了地方與過去的聯結，容易再生產出

以古推今的正當性，使男性與女性的

刻版形象再次被複製、傳承（菱田淳

子，2019）。除非時時保持警覺，社

會否則難以意識到這些潛在的影響。

　　雖然本文論述了部分應當再檢討

的性別分工、階級地位等相關研究，

但重點其實不在於證明女性於歷史的

重要性，而應在於釐清不同性別在歷

史中的真實面貌（包括性別分工、社

經地位差異以及文化象徵差異）以及

研 究 者 在 朝 真 相 邁 進 時 產 生 的 偏 誤

（ 如 研 究 者 的 性 別 基 模 所 造 成 的 偏

誤），並闡明造成這些偏誤的原因，

方有助於社會整體、學科整體的自省，

否則一再嘗試抬高女性的地位，也只

能證明女性終究會由主宰者演變為被

欺壓者的「宿命的墜落」而已（松本

直子等，1999）。尤其反思並非一次

性的活動，在多元化的思潮中，推論

中的偏誤難免如浪潮高高低低，來來

回回，必須不斷滾動性地反思與檢討

性別偏誤是否存在。

　　說來困難，但筆者其實對未來抱

持著樂觀的想像。前面曾經提到，日

本知名學者佐原真在早年基於民族誌

例證及現代的常識想像，積極倡導女

性製陶的思潮，但他臨終留下的遺稿

中重新整理了男女在過去不同時期的

分工及權力關係，文中顯見他坦然接

受歷年來女性學者或女性考古學者的

批評，重新評價繩文時期女性採集工

作的重要性、彌生時期也有女性的戰

傷 人 骨 存 在、 古 墳 時 代 描 繪 當 權 者

的男性與女性殖輪 9 中可見男女地位

9 殖輪意指古墳上配置的陶器與陶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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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當 等 概 念（ 佐 原 真、 藤 村 淳 子，

2003）。這證明反思的價值，能夠促

進改變，並在未來實踐行為中掙脫原

來的束縛。

　　性別／女性考古學的諸多批評，

終究不是為了詆毀考古學研究與研究

者而生，而是透過批評，使考古學中

解讀與詮釋的層次更加多元與完整。

無論方法為何，考古學都是詮釋的結

果，這些故事可能改變讀者的想法，

也可能強化某些想法，成為不當結構

再生產的基石。因此，說故事的人更

應該更加警覺這些詮釋的影響力，不

斷省思是否有偏誤之處，以期學術與

社會價值得以並進。

圖 7：日本彌生時代銅
鐸復原圖（攝於兵庫
縣立考古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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